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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明星史卫燕

司法执行何时不再打“白条”？

———人大代表建议完善“顶层系统”化解“执行难”

近年来，法院判决“执行难”成为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执行工作开展困难使得
一些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因此严重受损。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 要进一步
破解执行难等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执行难”问题为何迟迟难以解决？应出台哪
些政策措施来“釜底抽薪”？一些人大代表就
此开出了一些“药方”。

“执行难”损害司法公平正义
家住湖南怀化的吴重伦这些天很发愁，

三年前儿子被人酒后驾车撞伤， 经过反复审
理，判决总算下来了，但现在执行问题又摆在
她面前。

“对方是一家水厂的老板，但特别奇怪的
是，法院去查他名下的房产、银行账号，都显
示空白。” 吴阿姨说，“人也跑到广东去了，根
本找不到。由于得不到医药赔偿，我的孩子迟

迟没有做手术，现在完全成残疾人了，真不知
道以后我们孤儿寡母的日子怎么过？”

近年来，法院判决执行工作步履维艰，执
行难问题不仅成为法院工作的痼疾， 也产生
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社会诚信严重破坏、法律
尊严受到严峻挑战等系列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 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
民警梁志毅在基层派出所工作了

１９

年， 社区
里民事邻里纠纷很多， 在处理的过程中他对
法院“判决难”感触颇深。

“到法院打官司，就是求公道，如果法院
的生效判决迟迟得不到执行， 老百姓肯定质
疑司法的公平正义，甚至于宁愿私下解决，也

不求助于法律。”梁志毅说。

“在我看来，案件判决了执行不了，还不
如不判！”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秦希燕联合
律师事务所主任秦希燕表示，案件“执行难”

往往会让老百姓对依靠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
方式产生了怀疑，“‘执行难’也成为产生群众
上访的一个‘推手’。”

执行难，到底难在哪？

梳理一些“执行难”案件，基本可以发现
以下四种情况总如影随形：

———跟法院“玩消失”：被执行人故意躲
避人民法院的联系，或换电话、或换地址、或
外出务工，长期下落不明。利用假抵押、假离
婚、假析产、假诉讼或者将财产通过虚假的经
济往来予以转移。

———执行“不给力”：司法腐败依然存在，

个别执行人员消极执行、违法执行；法院与申
请执行人沟通不畅， 不能正确引导当事人启
动诉前保全和诉讼保全程序； 忽视执行阶段
的工作， 给败诉一方当事人在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前隐藏、转移财产的时机。

———协助部门“脸难看”： 被执行人的存
款、车辆、土地、房产以及投资情况等信息需多
部门配合，然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
态，很多部门不配合工作。更有甚者，为被执行
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隐匿、转移财产，还有擅自
挪用人民法院已依法冻结的款项等情况。

———被执行人“太彪悍”：恐吓执行法官，

放言“想要执行，每人抬一副棺材过来”；肆意
撕毁人民法院的公告、查封令等，擅自处置应
执行的财产；利用特殊身份或背景、地方关系
网对抗执行。

“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
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懂。”广西一法院法官
许卫锦对判决执行面对的困难如数家珍。

他表示， 相比上述四个因素，“特殊主体
难碰” 更让法院头疼，“个别被执行人以地方
政协委员、地方人大代表等‘特殊’身份对办
案法官施加压力，有的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
法，干扰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完善“顶层系统”杜绝“法律白条”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发现‘执行难’

问题根本上是社会信用问题， 建立社会信用
体系‘防’比执行不到位后‘惩’更有效。”全国
人大代表、 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此次带来了
建立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应对“老赖”的建议。

齐奇指出， 建立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有三
项“顶层系统”必须先行，即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 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法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

“老百姓把‘执行难’叫做开‘法律白条
子’，可以看出，这种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尊
严。” 梁志毅赞同建立社会信用制度的办法，

他表示，“只有将每个公民和法人的从业、融
资、投资、置产、出境、消费等信息，建成一个
国家级的信用信息交换平台， 才能有效解决
信用诚信问题。”

一些代表建议， 应尽快出台“强制执行
法”，进一步将执行程序、执行措施、被执行人
义务、协助执行人范围、责任等具体化，真正
将“原则”转化为“细则”。在刑法上，加大对假
诉讼、假析产等恶意逃债行为的惩罚力度，不
再让“拒执罪”成为摆设。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１１

日电）

“一些腐败‘村官’做事无法无天，涉案金额巨大”

———人大代表建言将“村官”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
在过去的一年中，一些“问题村官”步入

人们的视野： 北京城区来广营乡的一名村干
部将儿子的婚宴摆到了国家会议中心， 并连
摆
３

天流水席；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

周伟思被曝家产过亿……

结合审议两高报告， 某些村干部贪腐的
问题成为人大代表们关注的话题之一。 一些
人大代表认为， 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
程中，“小‘村官’大腐败”问题将呈多发趋势，

亟须加大村务信息公开， 完善权力运行监管
体系，将“村官”的权力也装进制度的笼子。

“村官”成为潜在贪腐高发人群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面向群众的街道

干部、‘村官’成为贪腐的高发人群。特别是一
些腐败‘村官’做事无法无天，涉案金额巨大，

问题性质恶劣。”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监察
厅副厅长刘蓉华说。

刘蓉华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征用农
村土地，都要和“村官”打交道，一些“村官”政
治素质不高，腐败问题严重。“近年来收到此类
涉纪涉腐案件很多，大部分都是举报村官把土
地补偿款贪污、挪用、截留、私分等。”据了解，

２００８

年以来，山西省共立查农村基层涉纪案件
１２０７５

件，结案
１１６５１

件，移送司法机关
３５３

人。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巫山县委书记何平也
说，基层干部损害群众利益、违法违纪的问题
多发。以巫山县为例，

２０１３

年，群众来信来访中

反映此类问题的占了群众信访量的
４０％

，查办
基层违纪违法案件占办案总量的

６４．７％

。

一些被曝光的小“村官”大腐败的案例更
是令舆论震惊和愤怒。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深圳龙岗
区南联社区“村官”周伟思被曝拥有

２０

亿元身
家，后被查实涉嫌受贿，其在旧城改造项目中
曾收受一房地产公司逾千万元“好处费”。周
伟思更在庭上直言，

５００

万元对他来说只是
“一般的数目”，都记不清自己有没有收过了。

刘蓉华分析，“村官” 贪腐主要有以下几
种表现形式：首先，在集体土地征用、房屋拆
迁等方面谋取私利，少数村干部从中截留、克
扣、套取、挪用、贪污征地补偿款和拆迁补偿
款；其次，虚报冒领、贪污侵占、截留克扣惠农
资金。“比如农村的低保， 不是把最需要保障
的百姓纳入其中， 而是先照顾自己的亲戚。”

此外，农村贿选问题也时有发生。

“村官”贪腐症结何在？

“‘村官’贪腐的症结在于，乡镇对村里的
管理比较松散。 选出来的村干部不是真正的
老百姓带头人， 而是为了利用手中的权力谋
利。”刘蓉华说，这一问题在城中村更为严重，

这些地方虽然已经成了城市， 但还是按照农
村来管理，拥有集体土地，围绕土地集结成一
些利益集团，甚至形成了黑社会势力。

根据我国法律，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由
村（居）民选举产生，受村（居）民监督。五分之
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居）民或者三分之一以
上的村（居） 民代表联名， 可以提出罢免村
（居）民委员会成员的要求。

但不少代表认为，在日常管理中，村干部几
乎没有受到有效监督。“乡镇监督太远， 群众监
督太软，相互监督更是没谱”成为村干部缺乏监
督的真实写照，村里大小事情都由他们说了算。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乡子干村
党支部书记栗翠田也说，现在各地都在搞村务
公开，制度虽然好，但没有监督，难以落实。“村
里只有纪检委员， 是由副书记或支部委员兼
任，都听支部书记的，起不到监督的作用。”

刘蓉华坦言，“村官” 贪腐案件难以查处
的原因，首先是他们势力强大，甚至寻找到了
“保护伞”，“打招呼、求情的有的是。”另外，不
少村集体财务制度不健全， 很多都是通过现
金走账，有时甚至几百万都是用现金支付，给
侦查带来难度。

构筑起遏制“村官”贪腐防火墙
刘蓉华认为， 遏制村官腐败首先要规范

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目前，山西正在探索村账
乡代理模式， 并将村里的财务信息公布在阳
光农廉网上。栗翠田具体介绍说，他所在的子
干村正在试行这一模式，将资源、资金、资产
的管理全部集中到乡里，村里没有账，也没有
会计，相关收支都在山西阳光农廉网上公开。

“去年还推出了手机版， 村里老百姓都能看
到，全部都晒在阳光下。”

其次，“村官”的监管体系亟须完善。刘蓉华
建议， 应强化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 对村级政
务、财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监督，保障村民知情
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严格执行述职述
廉及评议制度，村党组织、村委会负责人，每年
要在规定的范围内述职、述廉，通过进行述职、

述廉和村民代表评议，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

何平建议， 应将对基层干部的审计制度
化，如可以每

３

年对村里主要干部进行一次经
济责任审计，将村干部房产、收入等重大事项
申报纳入县纪委监察局统一管理、定期抽查。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１１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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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热门专业如今屡屡登上
“就业难”榜单；“研不如本、本不如专、

专不如职”现象越来越严重；一边是高
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

另一边“用工荒”年复一年地上演。

面对大学生就业的一个个“悖
论”，两会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悖论一：

“热门”专业不吃香
“冷僻”学科遭哄抢

近几年， 曾经被认为炙手可热的
计算机、英语、法律和金融等专业的毕
业生，找工作变得越来越难。而昔日被
看作“冷僻”的专业如土木工程、气象、

园林、印刷、针灸、物流、中医按摩等，

则出现了毕业生供不应求状况。

全国政协委员、 安徽大学校长黄
德宽说：“前些年， 在高等教育发展过
程中出现‘一哄而上’，好就业的专业
各个学校都来办， 结果造成了宏观上
的失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
障研究所所长莫荣分析：“我国在工业化
中期需要大量的技能型劳动者， 但我国
大学生中

６０％

甚至更多是学术类的，而
新加坡学术类学生最多占到

３０％

。”

“大多数学校缺乏科学预测，盲目
开办所谓的热门专业， 导致毕业生就
业能力不强， 难以适应市场的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 云南省昆明市家乐福
超市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陈科含说。

悖论二：

研不如本专不如职
学历高却不好找工作， 成为当前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大“怪象”。“读到
硕士和博士后，专业性越来越强，调整
的空间反而变小了。”黄德宽说。

莫荣说，“国外一个系一年就一个博士生， 在中国可能好
几十个，一个老师就带好几个，这种都往硕士、博士方向走的
培养模式有很大问题。”

就业难与毕业生本身的就业观念也有关系。 黄德宽说，

“毕业生的就业心理是‘就高不就低’，读了硕士博士，往往让
他们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全国人大代表、 云南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处长寸
敏认为，“高学历反而不好找工作的现象也从侧面表明， 一些
企业开始转变‘唯学历至上’观念，注重招聘符合自己需要、实
用的人才，而不是装点门面。”

悖论三：

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
“现在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工厂招工

难，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加剧，县以下的工厂基本上都是四五
十岁的人，年轻人很少。”全国人大代表、安徽迎驾集团总裁倪
永培说，“我估计再过几年，很多企业就开不了工，因为这一批
４０

多岁的人离开以后，没有人接替。”

陈科含长期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她认为，“高校毕业
生就业难和企业招工难之间是供需双方没有找到契合点，匹
配度不够，存在多种错位，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求大于供的。”

黄德宽建议，“毕业生应该降低就业重心， 如果人人都盯
着大的城市，就业难度会更大。”

代表委员们还呼吁消除院校歧视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寸
敏说，“有些单位不顾实际，动辄‘

９８５

’‘

２１１

’，这种院校歧视加
剧了结构性就业困难。”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１１

日电）

哪些专业最受青睐？

广州南方人才市场近期的一次调查发现，英语、法学、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会计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专业连
续
３

年蝉联全国本科生失业人数最多专业前
１０

位。

作为一家专业的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咨询公司， 麦可思
研究院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称，就业
前景最被看好的本科专业为地质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矿工程、油气储运工程、矿物加
工工程、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审计学；就
业前景最不被看好的本科专业为动画、 法学、 生物科学与工
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英语、美术学等。

高职高专毕业生近年来占了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半壁江
山，麦可思报告称，高职高专就业绿牌发展专业包括：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应用化工技术、焊接技术
及自动化、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高职高专就业红牌警告
专业包括：法律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
理、法律事务、汉语言文学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
等，这些专业已连续三年被“亮红牌”。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１１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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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吉哲鹏秦亚洲
刘美子张丽娜

□相关链接

两高报告：六大数字背后的司法“考题”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同比增八
成， 公共安全案件占比居前列……

１０

日提请
代表审议的两高报告所附图表中， 六大数字
既折射民生热点， 也为司法改革出了新“考
题”。

如何让群众感受公平正义？ 如何为改革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代表
委员进行解析。

因制售地沟油，朱传峰一审被判死缓；湖
南一商贩生产销售伪劣腊肉

５０

吨被判刑
１２

年。数字反映了监管打击食品犯罪决心之强、

力度空前，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保障食品安全
之难。

全国人大代表、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主任丁伟说，高压之下，犯罪手段也不断翻
新，出现高技术含量、全链条渗透等特点，一
些监管部门行政不作为助推案件多发。 要清
除此类犯罪背后的“保护伞”，给违法犯罪以
更有力的震慑。

减刑、假释本是激励入狱者“重新做人”，

但实践中有时异化为刑罚执行腐败的“后
门”。今年

３

月，广东省高院紧急叫停了
１３５

件
减刑、假释案件，罪犯黄少雄（广东省委统战
部原副部长、省工商联原主席）等多起减刑案
件，因“执行刑期未满

３

年”而被退回监狱。

全国政协委员、 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朱
征夫认为，个别以权或者花钱“赎身”、逃避或
减轻惩罚的案件时有发生， 严重践踏法律尊
严，损害执法司法公信力。要加大此类案件执
行的公示力度，实行公开开庭审理，推行执法
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惩治司法腐败行为。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徐安说，这一占比数字，反映了司法部门打
击此类犯罪的决心和努力， 也折射了此类问

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朱征夫委员认为，制假售假、醉酒驾驶、

校园伤害、暴力恐怖等新威胁不断涌现，公共
安全问题成为世界性难题。 扎紧社会安全之
网， 不仅要加强打击惩处， 更要完善配套制
度，系统性提升全社会的安全防护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说，行政诉讼为“民
告官”打开了一扇大门，但判决结案率低、原
告胜诉率低，群众不愿告不敢告，被告席时常
无人，法院不愿受理的现象时常发生。

全国政协委员、 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巩富文认为，要尽可能排除“民告官”的
各种阻碍，比如扩大受案范围，减少行政干预
等，切实破除“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

全国人大代表杨震认为，网虽无边，行要

有界。近到垃圾短信，远到“棱镜门”，个人和
国家无不被隐私权的侵犯所困扰。 法律就是
要维护好这个“界”，筑牢个人隐私的“防火
墙”。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律师说， 今年维护
网络安全已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未来还
需补齐短板， 尽快制定个人隐私保护的专门
法律；考虑降低入罪门槛，加大法律震慑力，

确立“谁收集、谁保护；谁泄露，谁担责”的基
本原则。

入狱近十年，再审改判无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辉、 张高平作出国
家赔偿决定， 分别支付国家赔偿金

１１０

万余
元。

“此类案件数量虽少，却不能掩盖这一
制度背后尊重人权、提供救济、自我纠错的
进步意义。”全国人大代表吴青律师认为，要
畅通公民赔偿请求的渠道，完善赔偿程序，

保障公民救济权利，力破此类案件的“获赔
难”。

（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１１

日电）

□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周琳凌军辉
欧甸丘刘元旭姜潇

□

新华社记者吉哲鹏徐博刘美子张丽娜

□

新华社记者王菲菲侯丽军


